
 

 

宗族网络与企业创新
—农村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协同与平衡

董    静，赵    策，苏小娜
（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了宗族网络等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但没有阐述清楚宗族网络中

的什么因素是影响农村企业创新的关键，也没有认识到农村创业者先前经验的调节作用和地区间

差异。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宗族网络一方面可以通过信任与资源供给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

响；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排斥局外人、限制知识与人员流动而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

先前经验越丰富的创业者越有意识和能力去调动宗族网络的正面影响。为此，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理

论构建宗族网络、企业创新水平以及农村创业者先前经验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用我国“千

村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宗族规模对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

的影响不显著，而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农村创业者先前经验能强化

宗族强度与创新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发挥协同作用；也就是说，经验越丰富的创业者越能发挥宗

族网络在创新中的积极作用。（3）在经济发展水平高或者宗族文化强的地区，宗族规模对农村创业

企业的创新水平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同时宗族强度的正向影响也更为突出。文章拓展了宗族网络

的创新效应研究，对农村创业者如何平衡宗族网络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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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密不可分。特别是近

年来，民营企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颁布了若干创

新实施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选

择，是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举措，是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的有效途径。由此

可见，鼓励创业、推动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创新与其他投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

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较高（Holmstrom，1989），因此，创新积极性受到政治、法律、市场环境以及管理

者社会网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相比于城市，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信息相对

闭塞，融资渠道窄，基础设施条件薄弱，人力资本和专业知识匮乏；同时，相对稳定的人群结构、亲

缘关系、代际传承又使得农村地区具有更为紧密的宗族关系。在这种情景下，农村创业者如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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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避害，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资源，不仅关系其创新创业的质量，更对振兴乡村经济意义重大。

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强调人们通过社会互动，获得稀缺资源（Scot，2001），具体

概念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基于资源观，强调资源、网络和社会关系的共享（Nahapiet 和 Ghoshal，
1998；周小虎和陈传明，2004）；其二，基于能力观，强调获取资源的能力总和（Coleman，1988；陈劲

和李飞宇，2001）。两种分类均包括社会资本的关键构成部分，如规范、信任、互惠、参与和价值观

等（Fulkerson 和 Thompson，2008）。在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同时关注社会资本

维度的刻画，最具代表性的是 Nahapiet 和 Ghoshal（1998）提出的结构维度（网络）、关系维度（信任、

合作等）和认知维度（价值观、共同愿景等）。并且，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源嵌在相互联系的

社会网络关系中（ Inkpen 和 Tsang，2005），拥有社会资本可以获得众多好处（Adler 和 Kwon，

2002）。就企业创新而言，社会资本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掌控资源的能力，其核心是接触和促

进知识、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流动（Blyler 和 Coff，2003），如更便捷的人力资源获取、更高效率的组

织间学习、更频繁的资源交换、更多的产品创新、更低的员工流失率、更快的企业成长、更大可能

的职业成功、更诱人的高管薪酬等。然而，现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至少有四种消极结

果，即歧视性看法、排斥局外人（Ritchie 和 Gill，2007）、对组织成员的过度要求（Portes 和 Landolt，
1996）、限制个体自由以及抑制知识流动（Uzzi，1997；Nieto 和 Quevedo，2005）。鉴于社会资本是一

个过于宽泛的概念，进一步的细化研究有利于揭示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创新的不同作用

机制。本文关注的即是农村情景下宗族网络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目前，这一领域鲜有学者涉

足。现有研究既无法回答兼具传承属性和社会网络属性的宗族网络对企业创新更多地体现为积

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也无法回答宗族网络的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尤其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在正式制度不太健全的农村，宗族网络具有非正式的替代性作用，其如何

影响企业创新，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农村创业者的宗族网络视角，探讨影

响企业创新的“黑箱”。

研究发现，宗族强度更多地体现出社会资本的关系和认知特性，通过资源性资本和规范性

资本的提供能够促进农村创业企业提高创新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高或者宗族文化强的地区，

宗族规模对企业创新水平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即宗族规模更多地体现出社会资本的网络特

性，通过排斥局外人、限制人员和知识流动而抑制企业创新。同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能力观，

我们还发现先前经验的积累能够提升创业者的知识、资源、认知水平、个人能力，致使农村创业

者能够更好地发挥宗族强度对于创新的积极作用，减弱宗族规模对于创新的潜在不利影响，也

就是说，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在宗族网络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着平衡与协同作用。

本文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丰富了已有文献对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认识，聚焦

于中国特有社会情景，对宗族网络与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第二，将宗族网络分为规模

和强度两个层面进行更为全面、细致的研究，发现体现宗族凝聚力的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水平

的影响更为积极。第三，分析创业者先前经验如何对宗族网络的影响产生调节作用。第四，以

3 311 位农村创业者为研究样本，揭示我国农村地区宗族网络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本文

将宗族引入企业创新研究，既丰富了我们对宗族作用的认知，更拓展了我们对农村创业企业的

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实践来看，本文对农村创业者如何认知宗族网络对于创新活动的特有

影响，并通过自身经验来平衡宗族网络的利弊，提出了有价值的对策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宗族是指（主要）由男性血缘关系繁衍出的各个家庭在宗族文化影响下组建的社会组织，即

拥有共同祖先的亲缘共同体（Greif 和 Tabellini，2010）。费孝通（1998）曾用“差序格局”形象地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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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特征：以自己为中心、基于血缘亲密程度而逐渐向外扩散建立的类似

于蜘蛛网状的关系网络，即从个体起，慢慢向外扩散，且范围越来越远，关系越来越弱。也就是

说，宗族并不总是一个整体，随着宗族规模的扩大，宗族成员的价值观、目标会出现不一致。而

且，宗族内的成员并不总是利他主义者，他们往往有自己的偏好和目标，有利他主义动机的同时

也具有自利动机，他们也在关注自己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O’Donoghue，2000；Chrisman，

2004）。进一步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宗族网络是农村创业者重要的社会资源，个体行为也往往依

赖以宗族为基础的网络而展开，并有着深远影响。例如，宗族能起到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特别

是在正式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Skinner，1959）；宗族通过保护私有产权和减少交易成本等方式，

促进农村企业发展（Peng，2004）；宗族网络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的相互合作，可以为家庭借贷提供

隐性担保，进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Alejandro，1998；Kinnan 和 Townsend，2012）。部分学者甚至认

为宗族网络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根基（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对公共产品供给（Xu 和 Yao，

2014）、农民创业（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民间借贷（郭云南和姚洋，2013）均有重要影响。与此同

时，也有学者指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农村劳动力流动，我国农村

宗族组织正在面临巨大变化，影响力在逐渐弱化，而且宗族网络的短半径信任和内部交易效应，

也会抑制农村企业发展（阮荣平和郑风田，2013）。总体来看，宗族网络是社会网络的特殊形式，

属于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可以起到共享信息、分担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改善机体决策

等作用。作为个人的特殊资本，它可以缓解贫困和提高收入；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在资源配

置方面可以缓解市场失灵问题。但是，现有对宗族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乡村治理主题，对宗族与农

村创业之间关系的研究还非常匮乏，几乎没有文献探讨宗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没有文

献揭示其具体内在的影响机制。

（一）宗族规模与企业创新水平

宗族规模对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活动的影响比较复杂。宗族规模越大，族内成员的背景往

往越多样，知识更丰富，专长更多元，能够带来异质、新颖甚至独特的资源；而且，宗族规模越大，

宗族成员间的关系更具有动态性，有利于行动者保持思想独立性，有利于提高农村创业企业获

取知识等资源的灵活性。特别是在当今农村创业企业普遍小而弱的情况下，大规模宗族能够扮

演信息桥的作用，具有良好的信息传递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宗族规模有利于推动农村创业企

业开展创新活动。

但是，宗族规模的扩大会使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当宗族成员众多、血缘和感情联结减弱

时，成员间的合作趋于短期化，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策略与行为可能上升，甚至可能因为利益

和目标分歧，产生宗族内冲突（Eddleston 和 Kellermanns，2007）。另外，从信任角度来看，随着宗族

规模的扩大，宗族成员之间更多地表现出“水平关系”，知识共享、信息交流、情感沟通乃至信任

程度总体上都在减弱，进而降低宗族成员间的认知相似性和互相认同感，导致资源和关系的延

续性下降，难以提供宗族成员间的“连带担保”和激励机制。甚至由于信任危机，无法分享足够

的信息和知识，难以开展深度合作，影响企业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不利于企业快速整合宗族网

络中的资源，从而抑制企业创新。

我们认为，随着宗族规模的扩大，其更多地体现出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表现出网络特性。

宗族规模的扩大对企业创新的阻碍大于支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管理劣势。宗族规模越大，涉及的宗亲人数越多，创业者出于血缘的角度会更加倾向

于雇佣宗亲来管理企业，或者出于爱面子和责任感，不得不雇佣亲戚，进一步产生搭便车、攀比等

道德风险，不利于企业发展现代化的管理模式（Karra 等，2006），导致管理无效率，并且难以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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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优秀人才来开展创新性生产经营活动。随着宗族规模的扩大，宗族网络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情

况 加 剧 ， 内 部 冲 突 、 外 部 人 才 进 入 壁 垒 等 对 企 业 创 新 的 不 利 影 响 逐 渐 凸 显 （ Eddles ton 和

Kellermanns，2007）。同时，随着宗族规模的扩大，网络管理成本在逐渐升高。创业者的时间和精

力十分有限，但是随着宗族规模的扩大，宗族网络维护成本在提高。创业者在宗族网络中交流创

业想法并获取资源支持的沟通成本、谈判成本、契约成本均会上升。

第二，通路劣势。“通路”是指通过特殊模式降低稀缺资源的流动阻力，提高资源获取的质

量。阮荣平和郑风田（2013）认为，信任半径短会使其在半径较长的市场交易中面临较大的交易

成本。农村创业者所处的宗族规模越大时，其跨越宗族开展远距离交易的动力下降，更倾向于优

先选择宗族内交易，导致创新要素的流动受到阻碍，市场效率下降。而且，农村地区创新资源稀

缺，创业者能否通过宗族获取所需的创新资源，取决于资源所有者是否愿意提供资源。规模大的

宗族往往面临更多人际冲突，宗族内部信任度较低，治理成本较高，稀缺资源共享的动力不足。

也就是说，随着宗族规模的扩大，宗族内成员很可能对创业者的信任程度以及具体创新项目的

支持程度都呈现下降趋势，导致企业创新资源供给不足。所以，虽然宗族能够带来更丰富的知

识、信息等创新资源，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宗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性却在下降。

第三，先机劣势。“先机”是指先于竞争对手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提升资源获取的广度。随着

宗族规模的扩大，宗族成员容易产生歧视性偏好，高估个人能力（Andersson 等，2002），由此引起

宗族成员与外界交往时可能表现出过度自信，排斥局外人，这不仅会限制交易范围，还会阻碍创

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难以以最快的速度全面了解竞争企业乃至市场变化的最新情况，难以

快速识别出具有前景的研发领域和市场机会或威胁，从而无法进行合理的创新资源配置，以促

进企业实现创新水平的提高。

第四，控制劣势。宗族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情感寄托，具有追本溯源、代代相传的属性。

这使得依托宗族发展的企业不单单追求物质财富，更注重血浓于水的亲情，如关注宗族和谐，重

视宗族成员间的情感依附、社会关系等。当以维护宗族传统、保持宗族和谐为核心的情感目标成

为宗族成员做决策的依据和目标时，创业者开展具有风险性和破坏性的创新活动的难度会增

加。并且随着宗族规模的扩大，宗族成员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样，折衷和保守的决策更容易获得

大家的支持（Chrisman 等，2004）。因此，当宗族规模逐步扩大时，企业管理者并不能完全控制与

把握宗族内成员的利益和诉求，同时也不具有创新活动的主动权。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宗族规模对企业创新存在抑制作用，即创业者所处宗族网络的规模越大，则创业企

业的创新水平越低。

（二）宗族强度与企业创新水平

宗族强度是一种隐形凝聚力，代表着宗亲的团结程度，是由宗族核心家庭成员构成的亲密

组织，成员往往具有极为相似的经历或背景，表现出一致的认知以及较强的互惠精神。这种凝聚

力强调群体的集体承诺（利益、目标、规范），是一种基于原始血缘的天性（Peng，2004）。随着宗族

强度的增加，其更多地体现出社会资本关系和认知维度，表现为联系更加紧密、信任程度更高、

合作意愿更强、价值观更为相似、愿景更为一致。本文认为宗族强度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影响

企业创新：

第一，资源获取程度。宗族强度越强，成员间利益、声誉关联就越紧密，大家拥有相似的道德

规范，不只是进行简单的合作，而是表现出极强的忠诚和信任；不仅能够分享重要信息，还能最

大程度地理解彼此的决策，相互体谅、宽容，甚至做出贡献或牺牲。随着宗族强度的增加，宗族内

部的监督成本会降低，执行效率将提升，宗族内资源拥有者更愿意也更容易提供资源给宗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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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农村创业企业通常处于农业生产领域，企业盈利状况受市场、自然条件、生产周期等的

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而较难获得外部担保机构的支持。在信息不对称以及逆向选择的制

约下，凝聚力强的宗族网络能较好地弥补融资约束等创新不利条件。也就是说，强宗族成员间的

稳定信任关系有助于他们拥有更多缄默性知识、一致的价值观、相似的理解和认知，宗族成员也

更能为族内创业企业提供所需的创新资源，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

第二，资源获取速度。强宗族网络所具有的往来密切、交流频繁、互相信任、价值观认同等特

质，更容易在宗族内部产生实质性讨论，最小化关系冲突，提升沟通和决策效率，这不仅有利于培

养宗族成员的创新潜能，激发创造性思维（Lester 等，2002），而且更有利于宗族内企业快速有效地

吸收、归纳、总结、利用创新资源，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创新时机，提升创新效率。

第三，社会情感财富。农村创业者十分依赖以血缘和情感为基础的宗族网络（郭红东和丁高

洁，2013）。当宗族网络的强度较高时，宗族中蕴含的凝聚力、相互认同、信任和承诺等社会情感

财富越强，延续和繁荣宗族的目标越明确，从积极长远的视角来发展与宗族有关的事业的动力

也更为强烈（Ensley 和 Pearson，2010）。强宗族网络意味着更强的宗族内责任感，应了中国那句俗

语，“十个富亲戚你穷不了，十个穷亲戚你富不了”。因此，宗族网络的强度越大，宗族内成员越有

可能支持对宗族有长远影响的创新活动，将有用的信息、渠道等传递给族内创业者，为其提供客

户资源和供应商信息等，从而有利于创业者整合创新资源，开拓创新渠道。

宗族网络强度的增加伴随着更多的资源获取和共享，因此创业企业更有动力，也更有能力

开展与创新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即创业者所处宗族网络的强度越高，创业企业

的创新水平越高。

（三）先前经验的调节作用

先前经验指个体在过往岁月里在某些行业和领域积累的知识、经验、技能和网络等，比较有

代表性的是职业经验和创业经验等（韦吉飞，2008；张玉利等，2008）。拥有不同先前经验的创业

者在开展创新活动时，在策略和行为上存在差异：首先，创业者先前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通过

有限的信息识别创新机会，判断企业发展方向（Dimov，2010），并能采取更加快速和有效的行动。

这是一种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Rerup，2005）。其次，创业者先

前经验越丰富，社交网络越多元，越有可能通过广阔的网络关系选择并获得高质量的创新资源

（Ardichvili 等，2003；Kwon 和 Adler，2014）。最后，创业者先前经验越丰富，越有助于创业者理解

和认知企业及其环境的真实状况（李新春，2003），采取切合实际的行动，进而有利于开拓市场，克

服新进入缺陷（Shrader 和 Siegel，2007）。例如，具有在专业技术领域打工经历的农村创业者，其积

累的技能经验可以为创业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具有行政管理经验的创业者更擅长协调人际关

系，组织和动员各种资源。也就是说，企业创新需要管理者对稀缺的创新资源进行有效获取，并

适时做出决策，这既包括宗族内资源的整合，也包括对通过先前经验积累所摄取知识的利用。社

会资本理论认为，发展的社会联系越多或先前经验越丰富的创业者，其获取稀缺创新资源的种

类则可能越多，能力也越强。因此，创业者丰富的先前经验一方面能够弱化宗族网络对其创新活

动的负面影响，发挥平衡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充分挖掘和调动宗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

发挥协同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a：创业者的先前经验能够抑制宗族规模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

假设 3b：创业者的先前经验能够促进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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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上海财经大学 2016 年“千村调查”数据（董静等，2018）。2016 年“千村调查”的主

题为“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查”。①本次调查覆盖了全国 1 500 多个村寨（其中包括 22 个省份的

30 个定点调查县），完成问卷 30 000 余份，其中包括 4 925 份农村创业者问卷。剔除不符合要求

的样本之后，最终得到 3 311 份农民创业者有效样本。样本剔除原则如下：一是缺失关键变量；

二是缺失数据单位；三是数据存在前后不一致；四是剔除了样本量较少的港澳台地区。

（一）实证模型

为了验证宗族网络、创业者先前经验与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构建了如下方程：

Innovation =β1PE+β2S ize+β3Cohesion+β4PE×S ize+β5PE×Cohesion
+Personal+Family+Enterprise+Area+ε

其中，Innovation 代表企业创新水平，PE（previous experience）代表创业者的先前经验；CN（clan

network）代表宗族网络，在具体回归过程中，我们将宗族网络的规模（Size）、强度（Cohesion）分别

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PE×Size 代表先前经验与宗族网络规模的交互项，PE× Cohesion 代表先前

经验与宗族网络强度的交互项；Personal 代表与创业者自身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如创业者的性

别、年龄等；Family 代表创业者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如家庭经济状况等；Enterprise 代表企业特

征的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等；Area 代表区域变量。

（二）研究变量与测度

1. 因变量：企业创新水平。本文参考并采用了 Jansen 等（2006）、Kollmann 和 Stockmann

（2014）的研究量表，分别从产品、市场、技术、成本、流程五个维度进行考察，具体题项为：1 与市

场原有产品比，我公司在新产品上有重大改变；2 我公司擅长改善现有产品的品质；3 我公司应

该打开新市场；4 我公司应该使用新的技术工艺；5 我公司应该降低生产成本；6 我公司应该经常

调整生产过程、规则、策略使产品更为优质。此 6 个题项均采用里克特打分法进行测量，其中“1”

表示“完全不同意”，“2”表示“基本不同意”，“3”表示“有点不同意”，“4”表示“有点同意”，“5”

表示“基本同意”，“6”表示“完全同意”。信度分析显示，各条目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0.88）。对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采用上述产品、市场、技术、成本、流程五个

维度进行量表考察，虽然比较主观，但是针对农村创业企业而言，更具有可行性（由于农村创业企

业自身数据统计不完全，不愿意披露相关信息，或者因为大多处于农牧和服务业等研发投入少

的行业，R&D 支出和专利等客观数据严重缺失），而且也能够比较全面、综合地反映企业创新水

平。虽然创业者在打分时有可能会夸大企业创新水平，但因为本文关注的是创新的相对水平，所

以当所有被调查创业者均以同样方式打分时，我们依然能通过对比来体现创新水平的差异

（Amit，2001）。

2.自变量：本文参照 Peng（2004）、Tsai（2007）的方法衡量宗族网络。（1）宗族规模。现有研究

用 “家庭姓氏在村庄中所占人口比例”（郭云南和姚洋，2013）、“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数量”（林建

浩等，2016）、“是否是全村第一大姓”（周群力和丁骋骋，2013）作为宗族规模的主要衡量指标，本

文选取第三种衡量方式，即“是否是全村第一大姓”。（2）宗族强度。Huang（1998）指出，网络强度

在宗族内起到风险分担以及互利互惠的作用。主流研究用“所在村庄是否有祠堂”或者“家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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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家谱或族谱”来衡量宗族势力的强弱（Tsai，2007；郭云南和姚洋，2013；丁从明等，2018）。修

建祠堂，制定家谱或族谱，往往伴随着宗族的集体仪式和活动，进而加强族人之间的感情和责任

意识，增强宗族凝聚力。因此，本文同样使用“您的姓氏有几个祠堂”“您的姓氏是否保留族谱或

家谱”来衡量宗族强度。将有祠堂、有族谱或家谱的姓氏赋值为 1，其余姓氏赋值为 0。

在样本中，姓氏为全村第一大姓的比例为 30.3%，有祠堂的样本比例为 22.5%，有族谱的样本

比例为 41.8%。并且，创业者所在宗族普遍拥有族谱，占比接近 1/2；有族谱或者有祠堂，乃至两者

都有的创业者家庭（1 791 户）在我国农村的覆盖率较高，比例为 54.1%。

3. 调节变量：先前经验。本文参考 Li 和 Zhang（2007）、张玉利等（2008）以及郭红东和丁高洁

（2013）的研究成果进行测量。其中，职业经验包括管理经验和行业经验，管理经验用创业者是否

担任过干部测量，行业经验用创业者是否外出打工进行测量；创业经验用创业者是否开展过创

业活动进行测量。若回答“是”，则取值为 1；回答“否”，则取值为 0。最终加总三类经验，获得先

前经验衡量指标。

4. 控制变量。创业者个人特质和企业特征都对创新能力和水平存在影响，因而将其作为控

制变量。创业者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创业者性别、宗教、年龄、政治背景、是否参与商会、是否参

与行业协会、是否参军、是否有手艺、受教育程度，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

模、企业所处行业。此外，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创新创业环境差别较大，因而将

创业企业所处地区也作为控制变量。

根据样本统计，农村创业者的学历普遍较低，34% 集中在高中、中专水平，27% 集中在初中

及以下水平；60% 的创业者介于 40−60 岁之间；女性创业者数量占总样本的 20%；农村创业企业

的规模普遍较小，员工人数 5 人及以下的占到总数的 62%；相比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

农村创业者数量更多；农民创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商业领域。具体情况请参见表 1。
 

表 1    变量测度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自变量
宗族规模 是否是全村第一大姓 0.3 0 0.46 0 1

宗族强度 有祠堂或家谱（族谱），两者都有为 2 0.63 0 0.66 0 2

因变量 创新水平 量表题项的均值 4.05 4 1.08 1 6

调节变量 先前经验 创业、打工、管理 0.69 1 0.73 0 3

控制变量：创业者

层面

性别 男=1，女=0 0.80 1 0.40 0 1

宗教 有=1，无=0 0.11 0 0.31 0 1

年龄 调研具体数值 44.62 45 10.11 19 80

党员身份 是=1，否=0 0.20 0 0.40 0 1

行业协会 否=1，是=0 0.11 0 0.31 0 1

参加商会 否=1，是=0 0.05 0 0.22 0 1

参军经历 有=1，无=0 0.07 0 0.26 0 1

技能（手艺） 有=1，无=0 0.38 0 0.48 0 1

学历

小学及以下赋值为 1，

中间学历赋值为 2，

大专及以上赋值为 3
2.05 2 0.55 1 3

控制变量：企业层面

企业年龄 调研具体数值 9.94 8 7.26 1 26

企业规模 员工人数 10.61 4 14.97 0 58

所属行业
农业赋值为 1，工业、运输、建筑业赋值为

2，商业、服务及其他赋值为 3
2.15 2 0.87 1 3

控制变量：环境层面 地区 东部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0.4 0 0.49 0 1

  2019 年第 11 期

•  146  •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回归分析

在进行回归之前，为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对创业者年龄、企业年龄、企业员工数量

的值取对数。表 2 呈现了宗族网络、先前经验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加入宗

族规模，模型（2）加入宗族强度，模型（3）同时加入宗族规模和宗族强度，模型（4）和模型（5）分别

考察先前经验对宗族规模以及宗族强度的调节作用，模型（6）中加入所有自变量、调节变量与控

制变量。
 

表 2    宗族网络与创新水平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性别 0.092*（1.912） 0.076（1.574） 0.080*（1.651） 0.083*（1.692） 0.079（1.632） 0.082*（1.671）

宗教 −0.031（−0.511） −0.033（−0.540） −0.034（−0.552） −0.038（−0.621） −0.034（−0.554） −0.037（−0.601）

年龄 −0.004*（−1.862） −0.003（−1.342） −0.003（−1.334） −0.003（−1.372） −0.003（−1.393） −0.003（−1.376）

党员 0.099**（2.035） 0.106**（2.143） 0.107**（2.162） 0.096*（1.917） 0.097*（1.952） 0.094*（1.890）

协会 0.134**（2.015） 0.136**（2.028） 0.137**（2.043） 0.133*（1.956） 0.135**（1.983） 0.129*（1.907）

商会 0.278***（2.943） 0.260***（2.724） 0.258***（2.717） 0.252***（2.643） 0.245**（2.560） 0.249***（2.615）

参军 0.031（0.391） 0.018（0.225） 0.018（0.227） 0.029（0.342） 0.029（0.357） 0.028（0.339）

手艺 0.181***（4.632） 0.179***（4.535） 0.179***（4.540） 0.174***（4.361） 0.175***（4.387） 0.172***（4.303）

企业年龄 −0.073（−1.266） −0.047（−1.592） −0.048（−1.614） −0.043（−1.435） −0.043（−1.432） −0.041（−1.385）

员工数量 0.004***（6.486） 0.004***（6.401） 0.004***（6.384） 0.004***（6.207） 0.004***（6.312） 0.00425***（6.214）

地区 0.0734*（1.713） 0.0440（1.000） 0.0426（0.978） 0.0462（1.054） 0.0486（1.104） 0.0467（1.061）

2.学历 0.138**（2.341） 0.131**（2.202） 0.131**（2.202） 0.135**（2.267） 0.135**（2.259） 0.134**（2.244）

3.学历 0.203***（2.624） 0.200**（2.562） 0.198**（2.534） 0.202**（2.573） 0.201**（2.560） 0.202**（2.571）

2.行业 −0.009（−0.185） −0.007（−0.144） −0.005（−0.106） 0.003（0.051） 0.000（0.011） 0.003（0.063）

3.行业 −0.188***（−4.242） −0.176***（−3.934） −0.174***（−3.893） −0.170***（−3.767） −0.169***（−3.753） −0.168***（−3.725）

宗族规模 0.002（0.051） −0.025（−0.634） −0.115**（−2.063） −0.029（−0.733） −0.078（−1.321）

宗族强度 0.093***（3.443） 0.097***（3.491） 0.095***（3.425） 0.034（0.921） 0.047（1.234）

经验×规模 0.151**（2.281） 0.085（1.124）

经验×强度 0.106***（2.690） 0.082*（1.813）

_cons 3.754***（10.943） 3.641***（10.601） 3.644***（10.603） 3.641***（10.594） 3.623***（10.547） 3.624***（10.549）

N 3 311 3 311 3 311 3 311 3 311 3 311

Adj.R2 0.10 0.101 0.104 0.105 0.110 6 0.1106

R2 0.106 0.109 0.109 0.110 0.111 0.111

F 24.28 25.11 23.65 22.66 22.78 21.6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 t 值。下同。

1. 宗族网络与企业创新水平。首先，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宗族网络变量，发现模型的解

释力得到增强（R2 在逐渐增大）。根据模型（1）和模型（3）的分析结果，宗族网络规模对企业创新

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仅模型（4）显示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假设 1 没有得到完全验证，这与

郭云南和姚洋（2013）、林建浩等（2016）的研究结论类似。这很可能是因为宗族网络规模对企业

创新的正负作用相互抵消的结果。根据模型（2）和模型（3）的分析结果，宗族网络强度与企业创

新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假设 2 得到验证。宗族通过修建祠堂或者家谱族谱而体

现出的强连接和凝聚力，使得农村创业者更容易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获得创新支持。随着我国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乡之间的差别在日渐缩小，更加注重“个体”利益的文化不断向农村地区

董    静、赵    策、苏小娜：宗族网络与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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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传统宗族的影响力在日益减弱，但是认同度高以及互惠互利的强宗族网络的作用依然不

可忽视。创新要求农村创业者对机会有敏锐的嗅觉和行动能力，强宗族网络可以帮助农村创业

者克服自身资源和能力有限的劣势，及时掌握最新动态，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创新活动。

2. 先前经验的调节作用。表 2 中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先前经验对宗族规模与企业创新

之间的负向关系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即农村创业者的先前经验能够平衡宗族网络规模对企业

创新水平的潜在负向影响。但是，因为在加入宗族强度与先前经验的交乘项后，宗族规模与先前

经验的交互作用不再显著，因此假设 3a 未能得到完全验证。模型（5）中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农村创业者先前经验显著加强了宗族强度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的正向作用，即假设 3b 得到

验证。基于综合性的考虑，我们在表 2 的模型（6）中同时加入所有自变量、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

可以看出：宗族强度与创业者先前经验的交乘项对企业创新水平具有稳定且显著的影响。

3. 进一步分析。前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宗族强度对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也就是说，宗族有祠堂或家谱的农村创业者经营的企业，其创新水平更高。换言之，因祠堂的建

立或家谱的修订而相继产生的一系列宗族活动或仪式，增加了宗族成员间的共事频率，有助于

社会情感财富和信任的产生、强化和延续。信任是“一方基于对对方某种行为的期待，尽管没有

监督和控制的能力，仍将自己处于易受另一方行为伤害的境地的意愿”（Mayer 等，1995）。首先，

信任感较强的人，愿意在事前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信任可能通过分担风险而促进企业创新。其

次，信任可以增加不同宗族成员之间的信息流动；而且信任程度较高的人，更能接受别人与自己

的意见不同。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社会网络的结果，

也可能是其前导（Smith 和 Lohrke，2008）。所以，随着宗族规模的扩大，社会情感财富逐渐淡化，

信任感逐步降低，从而抑制了冒险性合作的产生；而随着宗族强度的增加，基于血缘的社会情感

财富提升，信任感逐步上升，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但是，由于“千村调查”问卷中缺少度量信

任感的相关题项，因此难以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有关宗族强度作用机制的检验。

宗族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中具有普遍性，而且不断发展延续。如表 3 所示，宗族

网络在我国各省份普遍存在，但我国疆土辽阔，经济差异明显，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对宗族网络作

用的发挥是否存在差异?于是，我们根据梁云芳和高铁梅（2007）的研究，将样本分布区域分为东

部、中部和西部。①如表 4 中“样本分组 1”的结果所示，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

更高的东部地区，宗族网络规模对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宗族网络

强度对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平衡与协同作用也更加突

出。因此，子样本“东部地区”的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1、假设 2、假设 3a 和假设

3b。对于中部地区，创业者先前经验能够显著促进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对于西部

地区，宗族网络强度对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创业者先前经验的平衡作用

更加突出。因为创业活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创业环境、创业机会、创业者个人能力等，而不同

地理区域的创业环境（如资源、信息、制度等）往往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创业活动的

开展（Hackman，2003）。因此，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创业环境较好、创业机会较多，所以创业者数

量较多，进行创新的样本也较多；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法制水平也相对较高，产品市场竞争

程度也较高，因此东部地区的农村创业者在面临激烈的竞争时，更有动力调动宗族网络去争取

创新资源，使得宗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就更为显著。另外，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发达，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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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区域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区域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北

和重庆市，西部区包括江西、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古、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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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好的地区，由于政府的权力受到更大的束缚，宗族网络反而是一种更安全和隐蔽的寻租手

段，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村创业者将更多地利用宗族网络来开展企业经营。
 

表 3    宗族网络现状和地区差异

序号 省份
是全村第

一大姓

祠堂

（数量）

有族谱

（户数）

样本数

（个）
序号 省份

是全村第

一大姓

祠堂

（数量）

有族谱

（户数）
样本数（个）

1 山东 128 64 128 275 17 山西 42 13 50 142
2 江苏 68 60 153 361 18 内蒙古 6 3 20 50
3 上海 54 31 207 502 19 宁夏 5 1 13 28
4 浙江 99 112 136 320 20 青海 18 7 21 49
5 安徽 91 120 112 254 21 陕西 39 9 48 115
6 福建 43 70 37 79 22 甘肃 36 20 35 103
7 江西 93 174 76 179 23 新疆 8 10 39 103
8 广东 82 192 60 136 24 四川 47 70 93 217
9 广西 35 86 38 91 25 贵州 49 32 76 168

10 海南 19 25 16 28 26 云南 43 36 69 151
11 河南 107 73 111 271 27 重庆 23 32 52 137
12 湖南 66 74 61 157 28 西藏 0 0 7 20
13 湖北 22 43 41 109 29 辽宁 19 10 30 84
14 北京 12 5 10 32 30 吉林 21 6 40 98
15 天津 24 3 10 24 31 黑龙江 5 5 37 70

16 河北 107 22 98 244 32 港澳台 0 1 0 3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调研数据汇总得到。

宗族网络自身具有较强的文化传统，自宋代以后，中国的宗族聚居呈现“南盛于北”的特征，

东南地区的宗族聚居程度最高（古德，1998）。根据表 3，有族谱的宗族占各区域样本宗族的

40% 左右，华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宗族拥有多个祠堂的情况，其他地区则较为少见，这也符合以往

的研究结果。郭云南和姚洋（2013）、胡金焱和袁力（2017）研究发现，在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海

南等东南部省份的村庄中，祠堂十分常见。因此，有必要根据宗族文化强弱进行样本分组，并比

较实证结果的差异。叶静怡和韩佳伟（2018）的研究结果显示，华南、西南和华东地区的宗族文化

传统较强；中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宗族文化传统较弱，①本文据此得出样本分组 2。但肖唐镖

（2011）在统计族谱姓氏拥有比例和山西专项调查时（肖唐镖，2006），均发现山西属于宗族文化较

强的区域，因此在样本分组 3 中，我们把山西从宗族文化较弱地区的子样本中剔除，将其加入宗

族文化较强的地区子样本中。从表 4 中“样本分组 2”和“样本分组 3”的结果可知，在宗族文化强

的地区，宗族网络规模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宗族网络强度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显著为正；在宗族文化弱的地区，创业者个人先前经验的调节作用更为突出。

表 4    分地区检验

样本分组 1 样本分组 2 样本分组 3

（1） （2） （3） （4） （5） （6） （7）

东部 中部 西部 宗族强 宗族弱 宗族强 宗族弱

宗族规模 −0.151*（−1.714） −0.088（−0.915） −0.115（−1.053） −0.125*（−1.791） −0.096（−1.013） −0.127*（−1.892） −0.081（−0.806）

宗族强度 0.113**（2.486） 0.073（1.450） 0.107**（2.147） 0.106***（3.193） 0.081（1.501） 0.109***（3.394） 0.065（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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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肖唐镖（2011）的划分，华南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海南，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山东，中原地区包括河

南、河北、山西、湖北、北京、天津，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西北地区包括 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东北地区包括辽

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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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更换测度变量的方式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1）将企业创新水平更换为

如下三个指标：“我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我熟悉的竞争对手相比，差异明显”“跟我熟悉的竞争对

手比，我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独特卖点”“跟我熟悉的竞争对手比，我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特

色”，采取均值相加的方法拟合出新的创新水平指标。（2）根据创业者对“企业是否掌握核心技

术，如秘方”“您的创业项目得到有关部门的高科技认定吗”等问题的回答，回答“是”则取值为

1，回答“否”则取值为 0，加总这两个问题的得分，生成新的创新水平指标。在更换测度变量的情

况下，实证结果的显著性水平略有下降，但没有改变基本的研究结论。①

五、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政策的推动下，农村创业问题引发业界和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深入研究农村创业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致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农村创业这

一主题的分析不能离开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现实情境。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 2016 年中国

“千村调查”创业样本，深入研究宗族网络、创业者先前经验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

发现：（1）在农村传统的宗族文化影响下，基于血缘关系衍生出的宗族网络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总体而言，宗族强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2）农村创业者的先前经验能够显著

促进宗族强度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即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3）就地区性差异而言，在经济

发展水平高或者宗族文化强的地区，宗族网络规模对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而宗族网络强度对企业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在宗族文化弱的地区，创业者先

前经验对宗族网络与创新水平之间的积极调节效应更为显著。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启示：第一，农村创业与城市创业具有明显差异，农村创

业者需要更加重视宗族网络对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主观能动地发挥宗族网络的积

极作用，抑制其中的不利因素，设法合理利用宗族资源，通过宗族网络获得企业创新资源，培育企

业创新能力。第二，农村创业者应重视先前经验积累，通过不断学习和能力培养，一方面获取更

多资源，缩小积累势差，另一方面拓宽知识面，减少认知偏误；通过丰富的自身经验积累来抑制

宗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潜在负面影响，积极发挥宗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第三，政府需

要充分认识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特征对宗族作用的影响，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制

 

续表 4    分地区检验

样本分组 1 样本分组 2 样本分组 3

（1） （2） （3） （4） （5） （6） （7）

东部 中部 西部 宗族强 宗族弱 宗族强 宗族弱

规模×经验 0.189*（1.778） 0.051（0.444） 0.224*（1.772） 0.117（1.446） 0.223*（1.913） 0.114（1.452） 0.233*（1.860）

强度×经验 0.117*（1.917） 0.150**（1.991） 0.061（0.843） 0.066（1.471） 0.221***（2.715） 0.073*（1.656） 0.203**（2.3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3.729***（6.553） 3.656***（6.035） 3.132***（5.132） 3.885***（26.614） 2.939***（4.984） 4.006***（10.012） 3.066***（4.837）

N 1 358 908 1 028 2 203 1 091 2 315 979

Adj.R2 0.097 0.128 0.095 0.094 0.128 0.098 0.125

R2 0.109 0.145 0.111 0.101 0.142 0.105 0.141

F 9.095 8.393 7.014 13.706 9.883 14.938 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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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汇报稳健性检验的详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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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利于农村创业企业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如因地制宜地为农村创业者提供专业指导，设

法发挥当地宗族网络对创业者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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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n Network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Synergy and
Balance of Prior Experience of Rural Entrepreneurs

Dong Jing,  Zhao Ce,  Su Xiaona
(College of Busines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sustain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 solution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Compared with cities，China’s rural areas have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ively closed information，narrow financing channels，weak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and a lack of human capital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the relat-
ively stable population structure，genetic relationship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make the rural areas
have closer clan relations. In this situation，how rural entrepreneurs seek advantages and avoid disadvantages，
and obtain resources needed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hei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but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conomy.

Existing research has recogn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clan networks and other social capital，but it has
not explained clearly what factors in clan networks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enter-
prises，and it has not recogniz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and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rior experience of rur-
al entrepreneur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clan network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the “survey on thousand villages”，includ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of prior experience of entre-
preneurs. This paper finds that clan intensity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and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capital，and the supply of resource capital and normative capital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level of rural en-
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n regions with high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strong clan culture，clan scale
has a mor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level. That is to say，clan scale reflects
mor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hibits enterprise innovation by excluding outsiders and re-
stricting the flow of personnel and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the competence view based on the social cap-
ital theory finds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prior experience can improve the knowledge，resource，cognitive
level or personal ability of entrepreneurs，making rural entrepreneurs better play the positive role of clan
strength in innovation and reduce the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 of the clan scale on innov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prior experience of entrepreneurs plays a balance and synergy role between clan network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Firstly，it enrich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under-
standing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focuses on the unique soci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studi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lan network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Secondly，we divide clan net-
works into two levels：scale and intensity，to conduct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study，and find that
the clan strength reflecting clan cohesion has a mor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irdly，we analyze how the prior experience of entrepreneurs moderates the impact of clan networks.
Fourthly，we take 3311 Chinese rural entrepreneurs as samples to reveal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egional
clan networks on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level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Key words:  clan networks； enterprise innovation； rural entrepreneurs； prio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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